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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如何缓解“大城市病”，发挥城市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减少规模不经济的

负效应，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迫切需要一个兼顾城市集聚的经

济增长、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三重效应的综合分析框架，本文在这方面进行探索，讨论中

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点争论。总的来看，中国城市规模普遍偏小，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

十分有必要，但测算结果也表明，北京和上海的城市规模已经偏大，因此中国城市规模偏

小的结论不适用于超大城市; 中国存在城市发展不平衡现象，可能的原因是在过去城市

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热衷于追求经济总量目标而忽视了人均效用水平; 出于全社会人均效

用最大化的考虑，中小城市应在一定程度上优先发展; 从具体的城市政策来看，中小城市

应更多地使用产业政策来提升人口承载能力，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注重对环境质量和

交通状况的改善，而户籍政策应当有松有紧、慎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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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如果说以改革开放推动的 40 年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那么由城市化推动的未来中国

发展不能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经济增长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已成为新时代的要求。一方

面，资源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生产和生活的刚性约束，大中城市的极端雾霾天气已严重影响居

民的幸福指数; 另一方面，一、二线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交通严重负荷，给工薪阶层带来巨大的生活

压力，给社会造成极高的通勤成本，与此同时部分小城镇出现“空城”“鬼城”现象，导致城市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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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扭曲。此外，随着中国整体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借助城市化统筹城乡建设，促进每个

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基于以上三点，对中国城市规模及有关

政策的研究不能再单纯地从产出最大化的角度思考，空间平衡机制和绿色协调一体化需要被着重

讨论，已有文献( Au 和 Henderson，2006; Black 和 Henderson，1999; Duranton 和 Puga，2001; Fujita 等，

1999; Helsley 和 Strange，1990; Henderson，1974) 提出的城市人均产出随城市规模的倒“U”型变化规

律需要被重新认识。
关于城市集聚的正外部性，Duranton 和 Puga ( 2004 ) 、Au 和 Henderson ( 2006 ) 、Batty ( 2013 ) 、

梁婧等( 2015 ) 强调城市集聚带来的人均收入增长，而 Jacobs ( 1969 ) 、Duranton 和 Puga ( 2001 ) 、
Behrens 等( 2014 ) 则强调城市集聚产生的技术外溢性。另外，Desmet 和 Ｒossi-Hansberg( 2013 ) 也

指出城市集聚有助于基础设施建设发挥规模优势。关于城市集聚的负外部性，交通拥挤、环境污

染、社会冲突等都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Chen 等，2013; Glaeser，2011; McDonnell 和 MacGregor-Fors，
2016) 。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只侧重于以上外部性中的某一方面，对负外部性的研究局限在交通

成本上。Au 和 Henderson( 2006 ) 声称，他们的文献是第一篇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净城市集

聚效应的文章，即同时考虑了城市集聚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但他们的研究尚未考虑环境因

素对城市规模的制约，而这恰恰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约束( Chen 等，2013 ; 肖挺，

2016 ) 。
中国城市规模问题的研究进展可简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国城市规模大小之争。Au

和 Henderson( 2006) 、Xu( 2009) 、Deng 等( 2017 ) 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规模普遍偏小，而 Li 和 Gibson
( 2014) 、梁婧等( 2015) 却指出不存在城市规模普遍偏小的问题，李强( 2006) 甚至认为部分地区出

现了过度城市化现象。( 2) 中国城市优先发展之争。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

还是中小城市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王小鲁和夏小林( 1999 ) 、陆铭( 2016 ) 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

从而更好地利用集聚经济; 王俊和李佐军( 2014) 、魏守华等( 2015) 则主张优先发展中等城市，从而

缓解大城市病，促进城市平衡发展。( 3 ) 中国城市发展政策之争。Au 和 Henderson ( 2006 ) 、陆铭

( 2016，2017a，2017b) 等主张人口自由流动而慎用户籍政策; 魏后凯( 2014 ) 、魏守华等( 2015 ) 则主

张实施差别化的城市政策，尤其是人口政策。以上争论目前都尚无定论，本文将之称为“中国城市

规模之谜”。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兼顾经济增长、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三重效应的城市规模和

政策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推导城市集聚的两种外部性( 一是交通外部性，二是经济增长和环境外

部性) 。后文第二部分简述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三点争论，第三部分给出模型设定和有关引理，

第四部分创新城市规模与政策分析框架，第五部分介绍本文实证研究方法和结果，第六部分基于

实证结果逐一讨论三点争论，第七部分为研究结论。

二、中国城市规模之谜

从统计口径看，中国至少有四种城市人口统计指标，即年末人口、年平均人口、户籍人口和常

住人口，前三个指标从公安机关的户籍系统获得，没有考虑流动人口。从行政区划的角度，城市人

口又可以分为全市人口和市辖区人口，因此常见的城市规模度量指标有 8 种( 4 × 2 = 8 ) 。Au 和

Henderson( 2006) 使用的是“市辖区年末人口”，Li 和 Gibson( 2014) 使用的是“全市常住人口”，Deng
等( 2017) 使用的是“市辖区常住人口”。首先，严格界定城市化区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本文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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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和 Henderson( 2006) 、梁婧等( 2015) 的做法，将市辖区界定为城市化区域，考虑到部分城市存在

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城市规模的情况，本文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前的市辖区界定城市区域，排

除之后新增的城市区域。其次，中国人口具有流动性大的特点，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为当地经济

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分析城市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时应当考虑这部分流动人口。据此，本文以

“基于行政区划修正的市辖区常住人口”度量城市规模。
( 一) 中国城市规模大小之争

关于中国城市规模是否太小，Au 和 Henderson( 2006) 、Xu( 2009) 、王小鲁( 2010) 、Li 和 Gibson
( 2014) 、梁婧等( 2015) 进行了整体性分析。但由于城市异质性的存在，整体意义上的分析缺乏指

导意义，还需回答哪些城市规模过大、哪些城市规模过小，以及哪些因素制约了城市集聚。同时，

城市规模问题的研究需要从动态视角看，随着城市公共服务的提升以及交通、环境状况的改善，以

前规模偏大的城市很可能后来规模偏小。此外，已有文献往往忽视环境问题，不考虑环境问题可

能高估中国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在中国城市化大背景下，总体上城市人口增长是大势所趋，但增

长速度极有可能受城市环境质量的影响。例如，肖挺( 2016) 指出“逃离北上广”现象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空气环境因素。因此，如何同时将城市集聚的经济增长、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效应纳入一

个充分考虑城市异质性的综合分析框架是本文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 二) 中国城市优先发展之争

准确地说，本文将这一争论归结为优先发展哪个城市并不恰当，事实上讨论中国城市问题的

起点是，中国的大城市长期受严格的土地和人口管制，因此中国城市问题本质上是要不要这样严

格的政策干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实际做法是: 1949—1978 年，政府对人口流动的

限制比较严格，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都受限; 1979—2000 年，政府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

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因此这段时间政府鼓励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对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

市的土地和人口管制较为严格; 2001—2013 年，政府鼓励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尽管在土地和人口方

面对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管制并未放松，但是对大城市的投资和基建管制则相对放宽，因此实

际上鼓励了大城市发展，导致人口大量流入; 2014 年后，政府提出城市群发展方向，协调发展大中

小城市，同时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是一种均衡发展的思路。综上所述，中国政府针对不同城市的优

先发展问题是在摸索中应对的，那么目前对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相对严格的人口管制政策以及协

调发展大中小城市的均衡发展思路是否合理? 直观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政府追求的城市发展

目标有关。如果追求总量目标，那么应适当放松对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土地和人口管制，因为

这些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国际竞争力较强，能够吸纳较多流动人口，创造大量经济产出。如果追求

人均目标，那么鼓励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可能更好，这有助于平衡地区差异，缓解大城市的交通和

环境压力。
( 三) 中国城市发展政策之争

应该采取政策手段来引导人口流动从而改变城市规模，还是应该尽量保证人口自由流动，目

前也是争论的焦点。从供需角度看，城市政策可分为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两类，其中供给侧

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城市公共品供给、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质量等方式提升城市人口承载力，

需求侧政策主要通过人口、房价和土地管制等方式直接改变人口进城的需求。为简化后文模型分

析，本文将常见的城市政策分为四类，即产业政策、交通政策、环境政策和户籍政策，前三者为供给

侧政策，后者为需求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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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设定与引理

( 一) 模型设定

记城市人口为 N，总劳动力为 ψN，有效劳动力( Effective Labor) 为 L，人均净产出为 Ω。
( 1) 城市非期望产出( Undesirable Output) 为 BY，且 BY = ξ1ΩN，即非期望产出等于总净产出

( ΩN) 乘以异质的污染系数 ξ1，这种设定与 Shapiro 和 Walker( 2018) 的研究一致。

( 2) 环境质量( S) 的高低取决于非期望产出的多少，即 S =S
－
－ BY，S

－
为最优环境质量水平，因此

非期望产出越多，环境质量就越低，这种设定与 Acemoglu 等( 2012) 的研究一致。
( 3) t 为单位距离的交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Ｒ 为城市半径，是在既定劳动力分

布下得到的模型半径，并非地理半径。
( 4) α、β、γ 和  分别为资本、劳动力、中间品和资源品的产出弹性( 假定均为正值) ，1 / ( 1 － ρ)

和 1 / ( 1 － θ) 分别为中间品和资源品内部的替代弹性，且 0 ＜ ρ ＜ 1，0 ＜ θ ＜ 1 ( 即中间品彼此之间相

互替代，资源品彼此之间也相互替代) 。
( 5) ε 为人口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外部性，即 TFP = ALε ( A 为异质的技术参数) ，这种

设定与 Au 和 Henderson( 2006) 的研究一致。
总的来看，本文的模型条件比较宽松，没有给定生产函数、效用函数和劳动力分布函数的具体

形式。城市效用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人均净产出的多少，二是环境质量的高低。这种设定有两个

好处: 一方面，设定形式与 Tabuchi( 1998) 、Deng 等( 2017) 、Shapiro 和 Walker( 2018) 等的研究一致，

并且 Shapiro 和 Walker( 2018) 对这种设定的合理性进行了详细说明; 另一方面，除了传统文献强调

的人均净产出，本文也将环境质量纳入效用分析，更切合中国实际。具体来看，城市总效用由

( ΩN) 1 － δSδ 给出，城市人均效用由 Ω1 － δ ( S /N) δ 给出，这里考虑了人口增加对环境带来的拥挤效应。
δ∈( 0，1) 为环境偏好程度，δ 越大表示对环境质量的偏好越强。

( 二) 有关引理

在分析框架提出之前，需要用到 6 条引理。以城市人均效用为目标函数，其无约束最大化问

题的解由引理 1 给出。将生产函数关系( 引理 3) 、城市规模与有效劳动力的关系( 引理 4) 同时代

入引理 1，则人均效用最大化问题的均衡条件由引理 5 给出。最后利用引理 6 进行比较静态

分析。①

引理 1: 问题 maxN{ Ω1 － δ ( S /N) δ} 的解满足［( 1 － δ) S
－
/N － BY /N］Ω /N = δΩS

－
/N2。

引理 2: Ω = ξ2LΥN － 1，其中 ξ2 为不随 N 和 L 变化的系数，该系数主要受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

投入影响，Υ 可以视为有效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引理 3: Ω /N = ( ΥL /N － L /N) Ω /L。
引理 4: L /( ψN) = 1 － tＲ，t 为单位距离交通成本，Ｒ 为城市半径。

引理 5: 最优城市规模满足 lnL /lnN =Θ，其中 Θ≡Υ － 1 ( S
－
－ BY) /［( 1 － δ) S

－
－ BY］。该条件也

等价为 ψN( 1 － tＲ) /L =Θ。
引理 6: 记 EE≡Θ 和 EC≡ψN( 1 － tＲ) /L，则 EE /δ ＞ 0，EE /Υ ＜ 0，EC /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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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 一) 城市最优规模分析

命题 1: 在环境和交通状况不是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城市最优规模满足如下公式:

ψN( 1 － tＲ) /L = Θ ( 1)

其中，Θ 为城市参数，见引理 5。该参数同时受城市产业结构、环境质量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命题 1 直接由引理 5 得证。由于式( 1) 的主要思想源自 Deng 等( 2017) 的研究，只不过他们假

定劳动力呈负指数分布( Negativ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故本文将式( 1) 记为 DQS 公式。DQS 公

式的左侧可以视为在劳动力“外围分布”①和“真实分布”下的有效劳动力之比，城市规模变动会同

时影响这两种分布下的有效劳动力，便于研究者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 二) 城市政策分析

记 EE≡Θ，即 DQS 公式的右侧，那么 EE 集中反映城市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环境污染效

应，EE 曲线越低越好; 记 EC≡ψN( 1 － tＲ) / L，即 DQS 公式的左侧，那么 EC 集中反映城市集聚的

交通拥挤效应，EC 曲线越高越好。当其他条件不变时，EE 是城市规模( N) 的增函数，EC 是城市

规模( N) 的减函数。进一步，通过洛必达法则和引理 4 可以证明: limN→0EC = 1 ＞ limN→0EE = 1 /［Υ
( 1 － δ) ］以及 limN→NmEC = 0 ＜ limN→NmEE，其中 Nm 为极限城市规模。因此，EE 曲线和 EC 曲线有且

仅有一个交点，该交点的位置决定了城市最优规模( N* ) ( 见图 1) 。有两个情况需要说明: ( 1 ) 因

城市异质性的存在，不同城市的 EE 曲线和 EC 曲线以及 N* 都是异质的; ( 2) 为了确保 EE 曲线和

EC 曲线的交点 N* 位于区间( 0，Nm ) ，参数 δ 和 t 不能太大，②即环境偏好程度和交通拥挤程度不

能极端，这是本文在命题 1 中施加“环境和交通状况不是极端恶劣”的前提条件的原因。该条件

一般是成立的，除非在极端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这种极端情况对于本文研究的中国城市来说不

存在。
在 DQS 公式的基础上由引理 6 可知: ( 1) EE /δ ＞ 0，( 2) EE /Υ ＜ 0，( 3) EC /t ＜ 0。有效的

城市交通政策能够降低单位距离交通成本( t) ，因此 EC 曲线向上移动，最优城市规模增加; 积极的

产业政策能够提升参数 Υ，因此 EE 曲线向下移动，最优城市规模增加; 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促使

当地政府( 民众) 提升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程度( δ) ，因此 EE 曲线向上移动，最优城市规模缩小。尽

管借助本文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可以估计出最优城市规模，但实际城市规模很可能大于或小于最优

规模，因此城市管理者借助户籍政策( 或其他政策) 使城市现有规模( N) 向最优规模( N* ) 靠近是

常见做法。以某城市为例，假如其现有城市规模为 N1，在图 1 中 N1 小于 N* ，即城市规模偏小。为

实现净城市集聚效应最大化，城市管理者可以通过宽松的户籍政策鼓励 N = N1 线向右移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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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定义“外围分布”( Periphery Distribution) 为所有劳动力均位于城市边缘时的分布，为了与统计学中的“边缘分布”
( Marginal Distribution) 相区别，因此将之称为“外围分布”。在外围分布下，城市总交通成本最大，因为所有劳动力都位于城市边缘

的位置。此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在这种假想的外围分布之下，城市有效劳动力的增加比较有限，因为新增劳动力在上班途中

需要消耗极大的交通成本。

δ ＜ min{ 1 － 1 /Υ，1 － BY /S－ } ，其目的是保证 limN→0EE ＜ 1 且 Θ 的分子和分母均大于 0。t ＜ 1 /Ｒ，其目的是保证 EC ＞ 0，即

住在城市边缘的劳动力仍然可以到城市中心就业，这是单中心城市模型的内在要求; 否则，当 t≥1 /Ｒ 时，住在城市边缘的劳动力

将不能就业，因为所有可用时间都将花费在交通上。



N = N* 线的位置。假如该城市现有规模为 N2，N2 ＞ N
* ，即城市规模偏大。为实现净城市集聚效应

最大化，从需求侧角度，城市管理者可以通过紧缩性户籍政策使N = N2 线向左移动到 N = N* 线的

位置; 从供给侧角度，城市管理者可以通过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使 EE 曲线向下移动到 EE'曲线

的位置，进而使 N = N* 线向右移动到 N = N2 线的位置( 即有效的产业政策提高了城市承载力) ，或

者通过有效的交通政策降低城市交通成本，使 EC 曲线向上移动到 EC'曲线的位置。当然产业政

策、交通政策和户籍政策可以同时使用。

图 1 EE-EC 分析框架

( 三) 城市集聚的边际效用分析

尽管图 1 给出了城市规模分析框架，但是让所有城市都实现其最优规模只是理想情况: ( 1) 城

市化本身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城市最优规模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难以让城市实际规模完全

等于最优规模; ( 2)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最优规模偏大( 导致城市实际规模相对偏小) 是件好事，因为

城市最优规模偏大说明城市的经济、环境和交通状况相对合理，以至于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 3) 扩大城市规模一般只有两种途径，即增加农村迁移人口和吸引其他城市人口，如果依靠后者来

实现城市集聚，一座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伴随其他城市人口的减少，那么从全社会视角看怎样的

人口流动才是最优的? 为此，本文给出有关命题。
命题 2: 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人均效用水平呈现“钟状”变化规律。当城市规模小于最优

规模时，城市人均效用水平随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提高; 当城市规模大于最优规模时，城市人均效用

水平随城市规模的扩张而降低。随着环境偏好程度的提高，最优城市规模将缩小。当环境偏好程

度为零( δ = 0) 时，本文最优城市规模等价于人均净收入最大化时的最优城市规模，后者即 Au 和

Henderson( 2006) 测算的最优城市规模。
由命题 2 可 知，本 文 拓 展 了 Henderson 模 型，同 时 也 印 证 了 Henderson ( 1974 ) 、Helsley 和

Strange( 1990) 、Black 和 Henderson( 1999) 、Fujita 等( 1999) 、Duranton 和 Puga( 2001) 提出的“钟状”
曲线，表明不管是否考虑环境质量，人均效用水平随城市规模的“钟状”变化规律总是成立的，那么

最优城市规模也就满足存在性和唯一性。根据人均效用水平的“钟状”变化规律，即便城市没有

( 或者难以) 实现最优规模，向最优规模靠近总是更好的，因此不必考虑“次优选择”问题。
命题 1 和命题 2 证明了城市最优规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以及向最优规模靠近的有益性，但并

没有回答应该怎样向最优规模靠近的问题。进一步，命题 3 从城市总效用的视角，分析城市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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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带来的边际贡献，记为边际效用( MU) 。命题 4 从城市人均效用的视角，分析城市规模扩张带

来的边际贡献，记为边际人均效用( PMU) 。本文认为，不管是国家整体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是

否应该促进城市集聚取决于边际人均效用而非边际效用。不同的是，国家整体层面更倾向于鼓励

PMU 较大的城市进行集聚，而对于地方政府层面，只要当地 PMU ＞ 0 ( 即 EC ＞ EE) ，促进城市集聚

就是有利的。
命题 3: 城市规模扩张的边际效用为 MU = Ω1 － δ ( S /N) δEC /EE，进一步可以给出如下分解: MU =

CU × EU，其中 MU 表示城市规模扩张 1 单位所带来的边际效用; CU≡Ω1 － δ ( S /N) δ，表示城市已有

基础对边际效用的影响［Ω1 － δ是经济基础，( S /N) δ 是环境基础］; EU≡EC /EE，表示城市集聚外部

性对边际效用的影响。
命题 4: 城市规模扩张的边际人均效用为 PMU = Ω1 － δ ( S /N) δN － 1 ( EC /EE － 1) ，可以给出如下

分解: PMU = PCU × PEU，其中 PMU 表示城市规模扩张 1 单位所带来的边际人均效用; PCU≡Ω1 － δ

( S /N) δN － 1，表示城市已有基础对边际人均效用的影响; PEU = EC /EE － 1，表示城市集聚外部性对

边际人均效用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部分抽象出城市规模及其政策的 EE-EC 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与相关研究的联

系和区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 EE-EC 分析框架基于 AH 模型框架( Au 和 Henderson，2006 )

并丰富了该框架，将城市集聚的经济增长、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效应同时加以考虑。( 2) EE-EC 分

析框架的前提假设较少，既不给定生产函数、效用函数和劳动力分布函数，也不要求规模报酬不

变，同时充分考虑了城市异质性。( 3) 在传统城市规模分析框架下仅仅得到城市规模和人均产出

的倒“U”型关系，仅凭这个关系很难进行直观的城市规模和政策分析，相比之下，本文的分析框架

抽象出 EE 曲线和 EC 曲线，通过这两条曲线的移动能够直观地进行城市政策的比较静态分析; 不

仅如此，EE-EC 分析框架也可用于定量研究，后文将以 2010 年中国 286 个地级市的数据进行最优

城市规模测算和城市政策分析。

五、中国最优城市规模测算

( 一) 最优城市规模测算方法

由命题 1 可知，为了估计最优城市规模，需要求解 DQS 公式，但该公式的求解相对困难，因为

公式中 Ｒ( 模型化的城市半径) 、L( 城市有效劳动力) 和 Θ( 城市参数) 都是城市规模( N) 的函数。
此外，尽管命题 1 的证明过程没有对劳动力分布施加任何限定，但在定量分析时给定一个相对合

理的劳动力分布是需要的。比较 Duranton 和 Puga( 2004) 的劳动力线性分布假定、Au 和 Henderson
( 2006) 的均匀分布假定以及 Deng 等( 2017) 的负指数分布假定，本文认为负指数分布更加合理。
基于常见的 CES 效用函数、Cobb-Douglas 生产函数以及劳动力负指数分布，本文的核心参数可以求

解出具体表达式，进而得以估计。
( 二) 样本和数据说明

关于城市规模，前文提到本文以市辖区常住人口( 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 进行度量，同时根据

行政区划改革进行了数据调整。市辖区常住人口数据只在全国人口普查时公布，最近一次公布的

是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因此本文以中国地级市 2010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2010 年中

国大陆共有 287 个地级市，拉萨市因数据缺失严重而不在样本之列，故本文实际使用样本 286 个。
本文主要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1》和《中国 2010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非期望产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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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 5 进行度量，原始数据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航拍数据。①

( 三) 测算结果

本文估计得到中国 286 个地级市 2010 年的最优城市规模，将之描绘在图 2 中，横坐标为城市

实际规模，纵坐标为最优规模，以 45°线分界，左上角表示城市规模偏小，右下角表示城市规模偏

大。从图 2 可以发现: ( 1) 中国绝大部分城市规模偏小，因为大部分城市位于 45°线上方，这与 Au
和 Henderson( 2006) 、王小鲁( 2010 ) 、陆铭( 2016 ) 的观点一致，而与 Li 和 Gibson ( 2014 ) 、梁婧等

( 2015) 的观点相左; ( 2) 从测算结果看，只有北京、上海和郑州的城市规模偏大; ( 3) 相比其余地级

市而言，新一线城市的规模相对合理，因为其趋势线更靠近 45°线，关于新一线城市后文还将进一

步展开分析。

图 2 中国城市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 2010 年)

注: 图中将 286 个地级市分为三类: 一线城市( 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 、新一线城市( 成都、南京、天津、杭州、宁波、武汉、重庆、沈阳、青岛、长
沙、大连、西安、厦门、福州、济南) 和其余地级市。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规模偏大( 或偏小) 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分两种情况看: 一种是需求侧情

况，即劳动力过度集聚( 或集聚不足) ; 另一种是供给侧情况，即城市规划滞后、承载力有限( 或承载

力太强) 。当城市规模偏大时，如果是因为需求侧劳动力过度集聚，那么应该采取紧缩性户籍政

策; 如果是因为供给侧承载力不足，那么有必要通过产业、交通、环境等供给侧政策增加和改善公

共品供给，这是许多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当城市规模偏小时，如果是因为需求侧劳动力集聚

不足，那么应该通过放松土地和人口管制来鼓励人口流入; 如果是因为供给侧承载力较强，那么无

可厚非，此时关注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成为重点。
根据图 2 的结果，本文支持总体上中国城市规模偏小的论断，但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是如此，如

北京和上海，因此城市政策不能一概而论。图 2 还显示最优城市规模和实际城市规模之间存在较

901

① 受篇幅所限，有关数据的详细来源和处理结果，以及最优城市规模的求解步骤可向作者索取。



强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 0. 93，且高度显著) ，表明大城市倾向于有较大的最优规模。这比较

符合经济学的观点，因为在没有政策干预和限制的条件下，城市规模演进一般表现为实际规模向

最优规模靠近，这是许多学者主张人口自由流动的原因之一。

六、中国城市规模之谜探讨

( 一) 中国绝大部分城市规模偏小但偏小的程度不尽相同

表 1 给出了中国一线城市及新一线城市的规模数据。从表 1 可以看出，北京和上海分别应减

少 127. 22 万人和 258. 85 万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现实中北京、上海实施紧缩性户籍政策的合

理性，不过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供给侧情况给定的前提之下。如果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

会扩大两地的最优人口规模，那么就没有必要减少 127. 22 万人和 258. 85 万人。需要说明的是，本

文所谓的减少人口是建立在劳动力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不断流动的基础上，而且以上结论仅仅

是 2010 年的情况，近年来北京和上海两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不断完善，可以容

纳更多的城市人口，同时超大城市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又反过来制约了城市发展。由于近期没有

可用的人口普查数据，这部分内容只能留作未来讨论。

表 1 中国一线城市及新一线城市规模( 2010 年)

城市
户籍人口

( 万人)

常住人口

( 万人)

修正后常住

人口( 万人)

最优人口

( 万人)

偏离程度

( % )

边际人均效用( PMU)

考虑环境 不考虑环境

北京 1184. 57 1882. 73 1667. 33 1540. 11 － 7. 63 － 0. 4808 3. 2392

天津 815. 62 1109. 08 1029. 16 1368. 76 33. 00 1. 7601 18. 1419

沈阳 517. 37 625. 59 625. 59 703. 75 12. 49 2. 2046 13. 9587

大连 303. 13 408. 77 408. 77 711. 85 74. 14 20. 4752 54. 2617

上海 1349. 31 2231. 55 2123. 20 1864. 35 － 12. 19 － 0. 7910 1. 0043

南京 551. 62 716. 53 510. 40 752. 08 47. 35 4. 8233 30. 7702

杭州 432. 97 624. 20 356. 04 577. 13 62. 10 17. 9450 52. 3280

宁波 223. 29 349. 16 213. 24 434. 58 103. 80 55. 6519 124. 5114

福州 189. 94 292. 18 292. 18 526. 25 80. 11 26. 6616 43. 4891

厦门 177. 86 353. 13 353. 13 744. 58 110. 85 26. 1650 47. 4897

济南 349. 51 433. 60 375. 72 591. 08 57. 32 6. 0576 55. 8629

青岛 276. 53 371. 88 371. 88 638. 81 71. 78 16. 4225 64. 9627

武汉 838. 37 978. 54 978. 54 1304. 38 33. 30 1. 3518 10. 2381

长沙 241. 78 309. 22 309. 22 608. 17 96. 68 23. 5036 85. 2789

广州 667. 01 1107. 14 1107. 14 1618. 81 46. 22 6. 1764 16. 7579

深圳 251. 01 1035. 84 1035. 84 1605. 27 54. 97 9. 4883 19. 1838

重庆 1561. 26 1569. 35 1083. 83 2136. 10 97. 09 3. 0449 10. 0920

成都 515. 69 741. 56 618. 28 996. 39 61. 15 3. 6918 23. 3343

西安 557. 39 650. 12 541. 79 1193. 22 120. 24 8. 0411 24. 1048

注: 偏离程度 = ( 最优人口 － 修正后常住人口) /修正后常住人口 × 100%。

资料来源: 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来自《中国 2010 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其余数据由作者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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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城市实际规模偏离最优规模的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西安、厦门、宁波、重庆、长沙、福

州、大连、青岛、杭州、成都、济南、深圳、南京、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北京和上海。其中，西安和厦

门的偏离程度相对较高，分别为 120. 24%和 110. 85%，即两地再扩张 1. 1 ～ 1. 2 倍的规模才能实现

城市净集聚效应最大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 1) 厦门是典型的旅游城市，服务

业占比较高，从模型角度会得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判断，因此 EE 曲线较低，进而由图 1 可知厦

门的最优城市规模较大; ( 2 ) 厦门的部分城区位于海岛上，自然环境可能制约了城市规模扩张;

( 3) 西安的交通成本相对较低，城市规模扩张可以带来较多的有效劳动力，导致 EC 曲线较高，因此

由图 1 可知西安的最优城市规模也较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最优城市规模的测算使用的是迭

代方法而非计量回归方法，虽然充分考虑了城市异质性，但受制于环境和交通数据本身的误差，表

1 中偏离程度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因此本文不要求城市常住人口规模一定要达到最优规模，

由命题 2 可知向最优规模靠近即可。
由命题 2 可知，即便城市最优规模难以达到，向最优规模靠近总是可取的，因此除北京和上海

外，表 1 中其余城市都有进一步推进城市集聚的动力。这一点由命题 4 也可以看出，因为除北京和

上海外，表 1 中其余城市的边际人均效用都大于零，这表明加快新一线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是合理

的，太严格的土地和人口管制政策并不适宜。表 1 中如果不考虑环境问题，那么包括北京和上海

在内的所有城市规模都偏小，因为不考虑环境时表 1 中所有城市都有 PMU ＞ 0。不管是否考虑环

境问题，表 1 显示北京和上海的城市规模都更接近最优规模水平，因为其 PMU 的绝对值较小。
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提到，从国家层面考虑，应当优先鼓励 PMU 较大的城市进行集聚，以便创造

更大的边际人均效用。那么，考虑环境时城市集聚的迫切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宁波、福州、厦门、
长沙、大连、杭州、青岛、深圳、西安、广州、济南、南京、成都、重庆、沈阳、天津、武汉。这一排序与

基于表 1 中“偏离程度”的排序并不一致。例如，考虑环境时，在国家层面宁波应当进一步促进

城市集聚，因为其 PMU 高达 55. 6519 ( 排在第 1 位) ，但是宁波的“偏离程度”为 103. 80% ( 排在

第 3 位) 。这说明尽管宁波实际规模偏离最优规模的程度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其城市集聚创造

的边际人均效用最大，因此应该优先发展。然而，政府有没有动力推进城市集聚是一回事，劳动

力愿不愿意迁入是另一回事。本文认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很多时候地方

政府促进人口集聚的动力和人口愿意迁入的积极性相悖，正是这种“相悖”导致城市实际规模和

最优规模之间存在缺口，因此研究与城市规模相关的政策才有意义，否则就该保证人口完全自

由流动。
为检验以上结果是否稳健，本文进行了三种稳健性分析: ( 1) 表 1 的测算考虑的是城市平均环

境状况，但不同季节城市环境质量差异较大，为此本文进行季节性分析; ( 2) 表 1 的测算将 PM2. 5
作为负产出，但 2013 年以前社会对 PM2. 5 的关注较少，为此本文以工业废水排放量测度负产出，

进行再次测算; ( 3) 考虑到人口统计数据可能失真，本文利用城市夜间灯光强度数据估计人口密

度，进而得到城市人口数据，再进行最优规模测算。以上三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本文的主要结

论基本一致。①

( 二) 中国目前更应优先发展中小城市

由命题 3 可知，一方面，如果政府追求总效用最大化目标，那么优先发展大城市有一定道理，

因为大城市的发展基础更好( CU 项倾向于更大) ，大城市扩张可以带来更大的效用; 反之，优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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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小城市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中小城市的 EU 项倾向于更大( 中小城市实际规模偏离最优规模的

程度相对较高) 。那么，MU = CU × EU 在哪些城市更大? 这需要进行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如果政

府追求人均效用最大化目标，那么优先发展小城市可能更好，因为小城市的边际人均效用倾向于

更大。从图 3 可以看出，不管是否考虑环境效应，MU 和 PMU 在各城市梯度的排序都不一致。例

如，考虑环境时小城市的 PMU 最大( 200. 12) ，因此从人均效用角度看应优先发展小城市; 考虑环

境时超大城市的 MU 最大( 36570. 54) ，因此从总效用角度看应优先发展超大城市，这表明以往超

大城市的较快集聚与地方政府关注总量目标不无关系。出现这种矛盾的核心在于“总量目标”和

“人均目标”的不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孙三百等( 2014) 发现的中国城市移民增量的空间不

匹配现象。

图 3 城市规模扩张的边际效用和边际人均效用( 2010 年)

注: 城市分类依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国发〔2014〕51 号) 。由于资源型城

市比较特殊，本文进行了剔除，资源型城市的划分标准依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2002 ) 的

研究。

本文认为城市发展应当关注人均效用，而实际中地方政府可能更看重城市总体效用，尤其是

总产值，因此产生一定程度的政策扭曲和资源配置无效率。图 3 中城市规模扩张的四种边际贡献

反映了政府在城市建设中秉持的四种理念，即是否考虑环境因素、追求总量目标还是人均目标。
基于不同理念得到的城市优先发展顺序不一致，表现在图 3 中即两条 PMU 曲线呈递减趋势，而两

条 MU 曲线大致呈递增趋势。本文认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必须加以考虑，这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五大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能源环境约束日益收紧的客观要求; 应当摒弃经济总量

目标，转而关注人均效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防止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评

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基于这两点，图 3 中更应该关注“考虑环境的 PMU”，该曲线呈递减趋

势，表明应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当然，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并不意味着不发展大城市，前文的测算

结果表明，中国绝大部分城市规模偏小，因此在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大城市集聚

也是需要的。
( 三) 因地制宜使用供给侧政策而审慎考虑需求侧政策

本部分关于城市政策的分析，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 1 ) 从地方政府视角，由命题 4 可知，只要

EC ＞ EE( 即 PMU ＞ 0) 就应当鼓励城市集聚，因此本部分不关注哪些城市应该优先发展的问题，也

不关注城市规模偏大或偏小的程度问题; ( 2) 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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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城市人口承载力总是合理的，因此不管城市现有规模偏大还是偏小，都应当促进城市最优规模

扩大; ( 3) 为了提升城市人口承载力，产业政策、交通政策和环境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同时

使用，但由于城市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同政策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本部分政策分析的目的在于寻

找制约城市集聚的短板，从而给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总之，本文尽管测算出了最优城市

规模的大小，但不要求所有城市完全达到最优规模，只是从定性层面得到城市规模是否适宜的判

断，再据此给出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三个原则以及图 1 给出的 EE-EC 分析框架，本文测算城市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环

境污染效应( EE) 以及交通拥挤效应( EC) 。由于城市规模变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EC 和 EE
的大小以及城市人口承载力水平都是不断变化的，城市政策的使用就在于促使这些变化朝着有利

的方向进行。为了更好地给出政策建议，本文对 DQS 公式进行分解:

［ψN( 1 － tＲ) ］

       

/L
EC

= ( 1 /Υ{ )
EEI

{ (S
－
－ BY) /［( 1 － δ) S

－
－ BY

             

］}
EEE

等号左侧 EC 主要反映城市集聚的交通拥挤效应( 交通建设有效性) ; 等号右侧 EEI 主要反

映城市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产业建设有效性) ，EEE 主要反映城市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 环境

建设有效性) 。总的来看，应当加强西部城市的产业建设，同时改善东部城市的环境和交通现

状，这与中国城市现行的做法基本一致。中国主要城市的 EC、EEI 和 EEE 的具体数据由表 2
给出。

表 2 中国主要城市的政策分析( 2010 年)

城市 城市规模

交通建设 产业建设 环境建设

EC
有效性

排序
EEI

有效性

排序
EEE

有效性

排序

户籍及配套

政策建议

北京 偏大 0. 7333 19 0. 6834 5 1. 1082 14 紧缩

天津 偏小 0. 8487 13 0. 6834 6 1. 1444 18 适度

沈阳 偏小 0. 7750 18 0. 6855 12 1. 0819 9 适度

大连 偏小 0. 8635 10 0. 6830 4 1. 0649 6 宽松

上海 偏大 0. 7014 20 0. 6823 2 1. 0896 11 紧缩

南京 偏小 0. 8623 11 0. 6903 13 1. 1230 16 适度

杭州 偏小 0. 8524 12 0. 6845 9 1. 0706 7 适度

宁波 偏小 0. 8896 6 0. 6829 3 1. 0577 5 宽松

福州 偏小 0. 8651 9 0. 6974 18 1. 0324 1 宽松

厦门 偏小 0. 8952 5 0. 6953 15 1. 0412 3 宽松

济南 偏小 0. 8953 4 0. 6848 10 1. 1659 19 适度

青岛 偏小 0. 8735 8 0. 6835 7 1. 0954 13 宽松

武汉 偏小 0. 8462 14 0. 6965 17 1. 1214 15 适度

长沙 偏小 0. 8974 2 0. 6849 11 1. 0940 12 宽松

广州 偏小 0. 8232 17 0. 6815 1 1. 0574 4 适度

深圳 偏小 0. 8307 16 0. 6838 8 1. 0408 2 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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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城市 城市规模

交通建设 产业建设 环境建设

EC
有效性

排序
EEI

有效性

排序
EEE

有效性

排序

户籍及配套

政策建议

重庆 偏小 0. 8970 3 0. 6935 14 1. 0830 10 宽松

成都 偏小 0. 8846 7 0. 6954 16 1. 1278 17 适度

西安 偏小 0. 9162 1 0. 7009 19 1. 0796 8 宽松

郑州 偏大 0. 8339 15 0. 7019 20 1. 2087 20 适度

注: EC 反映城市集聚的交通拥挤效应，EEI 反映经济增长效应，EEE 反映环境污染效应。EC 值越大越好，因此表中“交通建

设”的有效性依据 EC 降序排列; EE 值越小越好，因此表中“产业建设”和“环境建设”的有效性分别依据 EEI 和 EEE 升序排列。

从表 2 可以看出，北京产业建设( 排在第 5 位) 相对有效而交通建设( 排在第 19 位) 和环境建

设( 排在第 14 位) 相对低效，因此北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当从供给侧更加关注交通状况改善和

环境治理。郑州交通建设( 排在第 15 位) 、产业建设( 排在第 20 位) 和环境建设( 排在第 20 位) 都

相对低效，尤其是产业建设和环境建设，因此需要在各方面加以改善。表 2 中在交通建设、产业建

设和环境建设三个方面表现都较好的城市基本没有，因此城市发展需要找准“短板”。表 2 中最后

一列户籍及配套政策建议是在供给侧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给出的①，具体来看，目前北京和上海需要

继续保持相对“紧缩”的户籍政策，以便缓解城市规模偏大现象，因此中国城市规模普遍偏小的结

论不能简单地推广到超大城市。对于郑州，尽管城市规模也偏大，但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人口过度

集中，主要是因为其产业、环境和交通基础薄弱，进而制约了城市承载力，因此采取“适度”的户籍

政策是可行的。此外，表 2 建议采用“适度”户籍政策的城市还有天津、沈阳、南京、杭州、济南、武
汉、广州、深圳和成都，表 2 建议采用“宽松”户籍政策的城市有大连、宁波、福州、厦门、青岛、长沙、
重庆和西安。

总的来看，本文基于 286 个城市数据分析给出的户籍政策建议与《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

作情况的报告》( 2013 年) 的要求一致，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的城镇格局”相契合。至于城市体系问题，考虑到中国城市规模普遍偏小，目前城市群发展思

路是合乎经济规律的。此外，目前各大城市普遍采取的人才引进政策对于所有城市都是适用的，

尤其是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城市，因为吸引优质人才可以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力资本，在本文的

模型中人力资本的提升表现为参数 Υ 的增加，进一步由 EE-EC 分析框架可知有助于提升城市人口

承载力。但是，人才引进政策涉及的优惠条款本身存在执行成本，因此还需进行成本 － 收益分析，

这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

七、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兼顾城市集聚的经济增长、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三重效应的综合分析框架，

测算了城市最优人口规模，探讨了常见城市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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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文提到供给侧情况发生变化将改变城市最优规模，那么城市实际规模和最优规模的大小也将发生变化，此时表 2 中的

户籍政策建议就不再适用。正因为如此，表 2 中产业、交通和环境政策需要更加重视，而户籍政策需要慎重看待。



理论研究表明: ( 1) 城市最优规模满足公式 ψN( 1 － tＲ) /L = Θ，公式左侧反映城市集聚的交通

外部性，公式右侧反映城市集聚的经济增长和环境外部性，城市政策通过影响城市集聚的外部性

来影响城市最优规模和实际规模; ( 2) 对特定城市而言，最优规模满足存在性和唯一性，随着城市

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均效用水平呈“钟状”变化规律，因此即便难以实现最优规模，向最优规模靠近

总是更好; ( 3) 应该优先发展边际人均效用较大而非边际效用较大的城市。
实证研究表明: ( 1) 除北京和上海外中国绝大部分城市规模偏小，未能实现净城市集聚效应

最大化，那么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十分有必要; ( 2 ) 不管是否考虑环境问题，目前都更应该鼓励

中小城市发展，但若以经济总量为追求目标，那么应该继续促进超大城市集聚，可见城市发展的

总量目标与人均目标存在矛盾; ( 3) 粗略地讲，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更应当关注交通政策和环境

政策，中小城市更应当关注产业政策，即应从供给侧提高城市人口承载力，而审慎运用需求侧政

策来限制人口流动; ( 4) 在不考虑政策执行成本的条件下人才引进政策是普适的，但户籍政策对

不同城市应当有松有紧。总之，城市问题纷繁复杂，而且不断有新的问题产生和政策出台，本文

尝试提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还需不断完善和加以丰富，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城市发展并指导

城市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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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zzles of Chinese City Size: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DENG Zhongqi ( Sichuan University，610065)

SONG Shunfeng ( University of Nevada，Ｒeno，89557;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211815)

CAO Qingfeng (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300222)

Abstract: How to alleviate the“metropolitan malaise”，maximize the scale economi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reduce the scale diseconomi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academia. To solve this
issue，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economic
growth，environmental pollution，and traffic congestion effect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performs a
study about this aspect，as well as answers three common puzzle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Overall，most
Chinese cities are undersized，so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but it doesn’t
mean that all the first-tier citi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gglomerate because Beijing and Shanghai have been
oversized. Urban development imbalance exists in China，a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local governments，in the
past urbanization process，were keen to pursue the aggregate economy but ignored the per capita utility. To
maximize per capita utility in the whole society，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to
develop. As for urban policies，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should use industrial policies to improve their
population-carrying capacity， while the large cit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traffic condition，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licies should be used carefully.
Keywords: City Size，Urbanization Process，Urban Policies，Environmental Quality
JEL: J11，Ｒ12，Q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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